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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共存逻辑

刘发开

摘要:面对全球化受挫、冲突论抬头、多元文化主义蒙尘和对话主义遭受质疑的时代境遇,超越冲突与对

抗,实现文化与文明共存,需要以跨文化视域省思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与文明共存逻辑,进行新的逻辑转

换。其主要体现为三个维度:在文化观上,从多元文化走向跨文化,以外位性视角促成文化间的互动交流;
在对话观上,从对话主义走向全球对话主义,构建一种21世纪的元知识;在价值观上,从文化星丛走向命

运共同体,通过多元互补共塑促进人类文明创新发展。这些文化共存逻辑是中西方文化中源远流长的对

话思维和共同体思想在新时代的会通与升华,目的是促进不同文明和文化真诚对话、互学互鉴、共存共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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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并未像人们预想得那样安宁,国际社会无论是经济、政治领域还是社会、
文化层面均矛盾丛生、冲突不断,恐怖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和以“英脱”(Brexit)、川普主义

(Trumpianism)为代表的民粹主义、孤立主义等反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
化多元化、科技智能化、信息碎片化等现象史无前例地并存于世。特别是近年来,冲突论在西方大有

抬头之势,他们声称“不和谐的冲突可能更接近于常态而不是非常态”,妄言“一个多样化的系统不仅

是趋向于和谐与平衡,而且同样趋向冲突”,认为“一方面人类很明显地走向社会性的合作,但同时也

走向侵略和竞争”①。这种论调与20世纪末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如出一辙、遥相呼应,并且在

现实中被“9·11”事件、朝鲜核问题、中东冲突、中美经贸摩擦等诸多冲突事件所“印证”,更折射出冲

突论在西方的冥顽不化及其广阔市场。上述种种动向,又可视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部分表征。
这一“大变局”呈现出多维度、立体化、全球性特点,被视为“21世纪的主调”,“就世界格局与秩序而言,
最大的变局是由西方主导到非西方主导的转变”②。面对这一影响深远的“大变局”,在全球化受挫、
冲突论抬头、多元文化主义蒙尘和对话主义遭受质疑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基于中西文化传统重审多元

文化主义、对话主义的价值及其局限,以跨文化视域省思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与文明共存逻辑,重构

一种基于中西对话思维和共同体思想的全球对话主义和命运共同体,将是一项紧迫课题,对于缓和冲

突、推动文化对话与文明共存具有重要意义。

一、“超以象外 得其环中”:从多元文化走向跨文化

在全球化背景下,当前颇为流行的是所谓的多元文化观。按照这种“多元文化”模式,种种原本内

部封闭、具有不同特性的区域文化或民族文化共同构成多元世界,在这个类似于“马赛克”式的多元世

界里,每一种文化都有其不可抹煞的特性和存在价值。显然,这种“多元文化”模式超越了早前的“大
杂烩”模式和“普世主义”文化准则,对于尊重不同地域、不同族群的文化特性和差异具有重要价值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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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与此同时,也应看到进入新世纪以来,多元文化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中也遭遇了一些困境。一方

面,理论上的内在矛盾主要集中于对族群与国家的认同上,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呈现出一种“反比”关
系:强化其中任何一方都可能会加剧另一方的矛盾对立和认同危机。换言之,如何处理好族群文化与

国家文化、地域性与国家性乃至全球性之间的关系,将是这种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不得不面对的课题。
另一方面,实践上的困境也不容忽视,这种困境在西方主要体现为多元主义文化政策正在受到移民群

体等少数族群的抱怨和置疑,而本土居民则对移民特别是难民群体的文化、信仰、不文明行为甚至社

会治安事件等普遍产生忧虑与恐慌,进而也对这种保障移民族群权利的文化政策产生不满,导致多元

文化主义政策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正在不断流失。可以说,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在世界范围内的某些地

区正在遭遇里外不受待见的尴尬境地。这表明,这种多元文化模式难以足够全面地理解和应对全球

化时代的跨文化流动现象。
对于文化的多元性与多样性,中外学者多有论述,其中巴赫金(M.M.Bakhtin)关于多元文化和

跨文化的论述尤为系统而深刻。在巴赫金那里,一个时代的文化被赋予整体性和多样性、互动性与开

放性、主体性与创新性等多个维度的内涵与特性。他认为,一个时代的文化既是一个“有区分的统一

体”,“每一文化现象、每一单独的文化行为,都有着具体的体系;可以说它连着整体却是自立的,或者

说它是自立的却连着整体”①,各种文化应当从一个时代的文化整体联系中进行自我定位,彰显自身

特色、时代精神以及人类普遍性的共同价值;也是一个“多种文化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统一体”,这
种文化的双向互动性正是推动文化发展的源动力;还是一个“开放的统一体”,不同区域文化、不同文

化领域之间应当走出封闭、对立,走向开放、对话,而这种开放与对话往往发生在各种文化的边缘和交

界处,这些交界处往往也是新的文化滋生的温床。巴赫金还特别关注文化的主体性与创新性问题,认
为前者是文化对话的立场与前提,后者则是文化对话的目的和旨归。巴赫金还以杂语现象探讨文化

转型问题,在文化转型时期,“文化与文化之间的相互融会、撞击、对话呈多层次、多向度的局面,即传

统与现代、异邦与本土、高雅与俚俗、‘官话’与方言之间的各种话语,纷纷在语言文化的竞技场上争奇

斗艳、百家争鸣、众声喧哗”②。总之,巴赫金的对话主义思想中包含着“以人为本、尊重他人、积极对

话的人道主义精神”③,对话精神贯穿着他的整个学术遗产。
巴赫金关于文化对话的观点对于我们理解全球化时代的多元文化特性与文化交流的必要性、促

进文化创新与文化共存颇具启示意义。这当中,巴赫金关于文化边缘性问题的思考,与全球化时代的

关系尤为紧密。巴赫金很早就关注到文化的边缘性问题,早在写于1924年的《文学作品的内容、材料

与形式问题》一文中就指出:“不应把文化领域看成既有边界又有内域疆土的某些空间整体。文化领

域没有内域的疆土,因为它整个儿都分布在边界上,边界纵横交错,遍于各处,穿过文化的每一要素。
文化具有系统的整体性,渗入到每个原子之中,就像阳光反映在每一滴文化的水珠上一样。每一起文

化行为都在边界上显出充实的生命,因为这里才体现出文化行为的严肃性和重要性,离开了边界,它
便丧失了生产的土壤,就要变得空洞傲慢,就要退化乃至灭亡。”④到了1970年代,他又进一步阐释道:
“由于迷恋于专业化的结果,人们忽略了各种不同文化领域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问题,往往忘记

了这些领域的界限不是绝对的,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划分;没有注意到文化最为强烈也最有生产

力的生命,恰恰出现于这些文化领域的相邻的边界处,而不在于这些文化领域界限分明的封闭的空间

之内。”⑤可见,巴赫金关于文化的边缘性的思考贯穿了他的大半生,但其核心观点是一贯的,即在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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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文化的边缘处和交汇地带,文化的界限往往不是完全固定的,而是可移动的,多种异质文化的对话

与交锋往往使得这一地带处于一种含混的、交叉的、活跃的状态,故而容易培育“充实的生命”,创生新

的思想文化。
从巴赫金的文化理论中,我们可以得出应对前述多元文化模式困局的一些启示。比如,巴赫金的

思想进路虽然也承认并突出了文化的多样性及其各自的价值,但他并未止于此,而是将视域从文化

“之内”拓展到文化“之外”或文化“之间”。换言之,巴赫金的思路启示我们,在注重文化在各自疆界之

内的特性和生命力的同时,还应当格外注意这一点:即我们不能为了保持各种文化的独特性而将它们

彼此孤立和隔绝起来,恰恰相反,各种文化均应当持有一种谦卑而开放的姿态,“不能对自己的所谓个

性‘沾沾自喜’,不能自我膨胀”①。对此,巴赫金创造性地提出了“他者”(theother)、“超视”(surplus
ofvision)、“外位性”(outsidedness)等概念。巴赫金认为,“他者”是人存在的前提,而我与他人各自存

在的视域缺陷可以通过“超视”实现相互补充,自我相对于他者则具有时间和空间上的“外位性”(反之

亦然)。也就是说,一方面,我的眼睛能在他人身上看到他看不到的东西;另一方面,他人也同样能在

我身上看到我看不到的东西。人与人如此,文化与文化亦然。巴赫金指出,“别人的文化只有在他人

文化的眼中才能较为充分和深刻地揭示自己”②。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指的就是这种外位性,
这意味着“世界需要我的异己性以使世界获得意义,我也需要根据他人来界定或创生我的自我”③。
早在宋代,苏轼就有一首《题西林壁》的哲理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

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形象地表达了这种外位性的哲思,即只有超出事物自身的狭小范围,以局外人

的视角来审视,方能认识事物的全貌和真相。这种局外人的身份在对跨文化的理解中不但不是一种

欠缺,反倒成了一种天然的优势。
巴赫金还指出,“时间上、空间上、文化上的外位性,对理解来说是件了不起的事。……在文化领

域中,外位性是理解的最强大的推动力”④。按照这一思路,我们就可以重思多元文化主义的局限,这
种局限主要在于,如果我们仅仅一味地捍卫文化的独特性,认为“人们有权生活在属于自己的文化

中”,并为这种文化中既成的风俗习惯辩护,那么这便意味着我们同时也放弃了自主选择另一种活法,
“生活于自身之外的文化的权利”。于是,巴赫金的这一思路便将我们从多元文化主义带入“跨文化主

义”,带入一种“跨文化的文化”⑤。这倒并不是说,要在全球化时代的各种文化之中再增添一种文化,
而是指超越于一切文化的视阈束缚,摆脱原来的种族、地域、性别等的局限,从而在文化之间形成互动

与对话。因此,这种置身于某种文化“之外”的境界,正处于跨文化的文化“之中”,借用中国古代文论

中的一句话,就是“超以象外,得其环中”⑥。当然,这种跨文化主义并不否定多元文化主义的基本立

场,并且它以文化的多样性为基础,追求的是一种不同文化之间开放式的、互动式的交流。也就是说,
这种跨文化的文化并非让我们彻底摆脱原生的文化母体,它改变的是“生存的意义”层面的东西,旨在

给人以自主选择和组合拼图的权利。好比画一幅画,这种跨文化的文化可以给人提供一种具有象征

意义的调色板,在这种调色板上,每个人都能按照自己的选择和意愿自由调配出一定的色调,从而画

出一张属于自己的“富于表现力的自画像”⑦。

21

山东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阿拉斯戴尔·任甫卢、加林·吉哈诺夫编著:《批评理论在俄罗斯与西方》,汪洪章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

241页。
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4卷,第410页。
卡特琳娜·克拉克、迈克尔·霍奎斯特:《米哈伊尔·巴赫金》,语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85页。
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4卷,第410页。
阿拉斯戴尔·任甫卢、加林·吉哈诺夫编著:《批评理论在俄罗斯与西方》,第241242页。
司空图著、郭绍虞集解:《诗品集解》,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第3页。
阿拉斯戴尔·任甫卢、加林·吉哈诺夫编著:《批评理论在俄罗斯与西方》,第244页。



二、“并行不悖 殊途同归”:从对话主义走向全球对话主义

与多元文化主义的现实困境相关的,是对话主义也受到一些西方学者怠慢,有些西方国家仍然耽

溺于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冲突绝对化论调和对抗逻辑,认为新兴国家的崛起将挑战其原有地位

和利益格局,进而采取经济、贸易、政治、文化等多种手段予以条件反射式地打压。萨义德(E.W.
Said)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理论所描绘的世界文化格局中非均衡的二元文化结构现象,诸如文

化的中心与边缘、西方与东方、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文化生产国与文化消费国等,在全球化和现代化

进程中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说明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和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至少在文化、
政治等领域仍然根深蒂固,源于西方(或被西方利用)的对话主义很容易被当作一个招摇过市的“文化

幌子”,其货箱里或许还装着有待于兜售给弱势文化和边缘文化的西式的“民主的馅饼”。
不过,自近代以来,基于西方对话思维的反西方中心主义思潮及其与西方中心主义的矛盾斗争也

一直充斥在全球化理论研究中,加之来自中国等新兴国家为谋取与西方的平等对话权而作出的种种

努力,使得全球化理论从单一性的民族国家模式发展为综合性的全球模式。在很多研究者的文化视

野中,对话主义和对话理论往往被视为现代西方哲学的理论“独白”或独创。事实上,对话思维和对话

精神不仅在西方古典时期就已滥觞而至澎湃之势,而且在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也源远流长,并与西方

现代意义上的对话思想冥然相契。在被雅斯贝尔斯(JaspersK.T.)称为人类“轴心期”(AxialPeri-
od)的时代,东西方思想巨匠们对对话和对话思维的重视堪称人类思想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观。诚如朱

光潜先生所言,“从历史看,对话最盛行的时代,往往也就是思想最焕发的时代。古希腊的哲学时代,
印度的大乘经论制作时代,以及中国的周秦诸子时代,都是极显著的例证”①。

就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对话思想而言,其构成颇为复杂,仅在先秦时期就有儒家、道家、墨家等不同

流派的差异化主张,并且在诸子散文、史传散文、政论散文和诗骚赋中均有大量对话体式的文本。归

结起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对话智慧大致可分为个人、社会、自然、天下、文论等五个维度。首先,在人

的维度上,体现为“尽心知性,知言养气”的对话修养观。孟子提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者,
则知天矣”的修养路径论,将心、性、天三者统一起来,如此便能达到“万物皆备于我矣”的道德修养境

界②。他还提出“知言养气”的修身功夫论,认为人应自觉涵养以道自任的浩然正气,承担起以道抗势

的使命和道义,以在对话中能够辨识各种歪理邪说。其二,在社会维度上,体现为“立己达人,不欲勿

施”的对话原则观。孔子自称“吾道一以贯之”,曾子释之为“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③。其中“忠”道
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④,通过“推己及人”以达共生共荣;“恕”道就是“己所不欲,勿施

于人”⑤,不把自己不欲之事施加于他人。这些道德准则既规定了践行“仁”的方法和路径,也奠定了

“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重视对话的人性基础与现实品格”⑥,故被瑞士神学家孔汉斯(HansKung)和美国

华裔学者杜维明分别称之为“全球伦理的基本原则”和文明对话的“黄金规则”⑦。其三,在自然维度

上,体现为“阴阳交感,太和万物”的对话和合观。《周易》将乾坤、阴阳、天地相交视为万物的资始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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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认为“天地交而万物通也”①;《易传》进一步认为“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②。这一

阴阳相须、互补对话的思维方式不仅出现在儒家经典中,道家亦有类似思想,如老子提出“万物负阴而

抱阳,冲气以为和”③和“知和曰常,知常曰明”④,将“和”视为阴阳本体之道。其四,在天下维度上,体
现为“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的对话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独特的天下主义观念,这种天下观

主要来自于儒家的“天下大同”社会理想。《礼记》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是谓大同。”⑤这一天下维度下,儒家还提出“礼之用,和为贵”“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协和万邦”等
理念,以及“和而不同”的“共生”思维。其五,在文论维度上,体现为“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对话理解

观。孟子的“知人论世”说原是关于修身和交友的方法,后人将其应用到文论领域,其中蕴含着后人与

前人之著述对话、进而又欲与前人对话和交友的双重对话理解结构。而“以意逆志”原本就是针对“说
诗”的,可以理解为作家(诗人)和读者(说诗者)这两个不同主体之间关于作品(诗歌)的双向对话和交

流,其结果则是达成理解或形成新的意义。
而在西方,蕴含对话精神的对话思想也由来已久,早在古希腊时期,智者们就普遍以问答、辩论或

对话的方式探求知识和真理,苏格拉底对话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苏格拉底在对话中扮演着真理的

“接生婆”和“撮合者”角色,这使得对话参与者能够以平等的身份展开对话。这种重视对话的平等性

和开放性的对话思维和对话精神,在古希腊之后的西方哲学家那里逐渐脱离了主流话语,淡化了其对

话主义人文内蕴,并被诸如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人与自然等二元对立思维所边缘化,进而发展出

一种“强者有理”的独白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理念。直到19世纪初以来,受西方哲学领域新的人文精

神兴起的影响,苏格拉底式的对话人文精神才逐步出现复苏迹象,并呈现出现代对话哲学的不同思想

谱系和范式(paradigm),概括起来,主要有五种范式或进路。第一种是基于关系本体论的“我—你”(I-
You)对话范式,以马丁·布伯(MartinBuber)为代表。其基本学说是关系本体论,认为“我—你”关系

比“我—它”关系更直接,是一种交互性、互动性、整体性、相遇性的对话关系。第二种是基于存在论的

“共在—对话”(coexistence-dialogue)范式,其代表是海德格尔。海氏继承了胡塞尔注重哲学与“生活

世界”对话的现象学传统,将“此在”(dasein)置入“在世界之中存在”(In-der-Welt-Sein)的整体结构,后
期还转向对文学艺术和语言的深思,提出了“语言是存在之家”“人之存在建基于语言;而语言根本上

惟发生于对话中”⑥等观点。第三种是基于诠释学的“理解—对话”范式。作为一种“理解的艺术”,诠
释学的先驱施莱尔马赫认为“理解之情境是一种对话关系的情境”⑦,狄尔泰则认为理解就是一种对

话的形式。而伽达默尔则将“理解”“对话”“交往”作为诠释学的核心议题,进一步将诠释学引向了对

话理论,将理解视为理解者与被理解者(读者与文本)之间的一种对话行为、一个谈话式的事件,其结

果是两者之间的视域融合(fusionofhorizons),意义正是在这种视域融合中得到新生和重构。第四种

是基于交往理论的“交往理性—对话理性”(communicativerationality—discursiverationality)范式,
其代表是哈贝马斯。他区分了工具行为和交往行为两种行为,认为交往理性是隐含于人类言语结构

中的一种理性,它不以单个主体为中心,而是由所有言谈者所共享和自觉遵循的交往的规范,目的是

为了达成理解,形成一个交往共同体(exchangescommunity)。在哈贝马斯那里,交往理性就是对话

理性,交往就是对话,他进而倡导一种“对话伦理学”。第五种是基于对话理论的“我—他者”(Iandthe
Other)对话范式,其代表是对话理论的集大成者巴赫金。他在对苏格拉底对话、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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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创造性阐发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对话和狂欢为核心内容的对话理论和反独白主义思想。这一思

想渊源于古希腊,根植于民间,揭示出“我与他人”之间富有平等精神的价值关系———对话的存在方

式①,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对话”和以人为本的思想②。巴赫金的学术功绩即在于以诗学的形态

构建了自己的哲学③,由此,在西方古希腊之后逐渐处于边缘的反独白主义思维倾向,在巴赫金这里

得到充分凸显,获得了与独白主义主流文化形态相抗衡的话语权。
可见,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对话思维都曾经或正在对各自文化产生重要影响,体现为不同

思维范式,在对话旨趣和文化传统上均存在差异。但西方近现代哲学在对传统形而上学加以批判的

基础上,逐渐复苏了苏格拉底式对话中的人文精神,并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对话思维和对话精神有冥

然相契之处。这种相契与会通首先体现在对二元对立论和主体中心论的超越。西方对话思维的五种

范式,都旨在打破主体对客体(人对自然)的操控和计算,注重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平等对话和交流。与

此相呼应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天人合一”的整全性思维、“阴阳转化”的亦此亦彼思维和“民
胞物与”的平等对话智慧,也从根本上超越了主客二分的非此即彼思维模式,为主体间性的对话交流

奠定了基石。中西对话思维的另一个相似之处是尊重差异或曰“容异”。中国传统文化既讲究“和
合”,也讲究差异,并且“和合”不是泯灭差异和“不同”,而是杂多、多元、多样的,它包容不同事物、不同

观点、不同立场的存在,并将这种差异看成是万物生长和对话交流的前提。与之相映照的是西方现代

哲学中对于“差异”的凸显。在马丁·布伯的关系本体论中,“我”始终处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有关系就

有“他者”。而巴赫金则将“他者”思想发挥得更充分,通过“超视”“外位性”等概念,阐明了“我”与“他
者”的差异性存在及其对话关系。可见,在超越二元对立和尊重差异性这两点上,中西对话思维走到

了一起,这正可视为钱钟书先生所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的一个佐证④。
基于上述中西文化中的对话思维及其会通性,我们有必要从中西对话思维中汲取有价值的因素,

在全球化背景下从对话主义走向全球对话主义。所谓全球对话主义(globaldialogism),是近年来金

惠敏针对全球化研究缺乏“哲学的介入”而提出的一个哲学概念,其目的是在全球化与哲学之间建立

一条沟通桥梁和研究理路,构建一种“超越了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全球化哲学”,故而又被称为“21世

纪的元知识”⑤。全球对话主义可以从两种角度来理解:一种是“全球对话+主义”,指一种“全球对

话”的“主义”,将全球化本身视为对话,“全球对话”遂成为全球化背景下必然要面对的哲学命题:“‘全
球化’是一种新的哲学,如果需要再给它一个名字的话,‘全球对话主义’将是一个选择”⑥。另一种是

“全球+对话主义”,指一种“全球性”的“对话主义”,其理论的核心在于在全球化背景下解决“自我”与
“他者”的关系问题,因为我们从根本上就处在一种对话场域之中。全球对话主义面对的仍然是“自
我”与“他者”的对话,这一点与传统的中西对话思维和对话主义一脉相承,只是前者将对话放在全球

化和试图超越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imperialism)的背景下,这里的“自我”与“他者”便被置换为不同

民族、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主体间性也被拓展为“地域间性”(interlo-
cality)和“文化间性”(interculturality)。从对话主义到全球对话主义,还意味着源自西方或被西方利

用的对话主义,将被一种包含了中西方对话思维和对话精神的具有全球性意义的对话主义所取代。
在这种全球对话主义下,中西方对话思维将在“并行不悖”的基础上实现“殊途同归”,共同参与全球对

话主义的哲学构建和重塑,而这正是作为全球对话主义之“全球性”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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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和而不同 休戚与共”:从文化星丛走向命运共同体

如前所述,当今时代全球化进程并不顺遂,全球范围内的逆全球化暗流涌动,贸易保护主义甚嚣

尘上,狭隘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孤立主义与单边主义复杂交织,世界各国乃至人类命运

又一次走到了一个重要关口:是继续扩大开放、互联互通还是单边孤立、自我设限? 是文化多元、文明

多样还是单一模式、统一形态? 是和而不同、共生共荣还是放大冲突、彼此对抗? 是生态改善、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还是环境恶化、万劫不复? 显然前者才是明智之选。从现实境遇和未来预期看,全球化既

不可能完全走向西方化或汤姆林森(JohnTomlinson)所说的文化帝国主义,因为全球化的效果在文

化方面将“削弱所有单个民族国家的文化一致性,包括那些经济大国,即前一时代的‘帝国主义列

强’”①;也不可能完全走向地域化,过度夸大地域特性而忽视或排斥其他文化的价值与色彩;而是应

当在二者之间找到一种“全球”与“地域”双向互动、动态平衡的“球域化”(globalization)状态,这种球

域化的“核心动力学包含了普遍的特殊化与特殊的普遍化这一双重的过程”②。当然,我们也不应夸

大这种普遍与特殊(全球性与地方性、全球化与民族化)之间的对立,事实上,在全球化进程中,或许这

种对立根本不存在,而只是特殊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差异,“全球化是一种地方性对另一种地方性,强势

的一方被错误地称作全球性或者普遍性。真正的全球性超越了所有的地方性包括强势的地方性,是
各种地方性的可交流性。……全球性不能与地方性并置,而只能置于其上”③。也就是说,全球性不

是作为地方性或民族性的对立面,而是超乎其上的,是地方性与地方性之间的互动性和可交流性,在
这个意义上,全球化并非某种“球域化”,而是一种“超域化”或“互域化”。

如果说全球化是一个多维度的、动态化的、互域化的历史进程,那么在此进程中,就全球化自身而

言,就至少有“同化”与“和化”两种“化法”④,“同化的全球化”无视文化多元化、文明多样化的事实,以
强者思维向全球输出观念秩序、政治制度和现代化模式,企图消弭差异,建立一个“罢黜百家、独尊一

术”的“同而不和”的“文化帝国”;“和化的全球化”则以“礼尚往来”为基础,以“和而不同”为原则,以
“协和万邦”为旨归,旨在通过交流而不是封闭、尊重而不是贬斥、对话而不是对抗以达到求同存异的

目的。与此同时,全球化也将或正带来四种不同的反应:其一是“排拒”,与这股力量发生激烈冲突或

对抗;其二是“消亡”,在对抗中被另一方击垮并吞没,或在交往中被另一方同化而消隐;其三是“共
存”,不论是前现代、现代还是后工业社会均保持共存,也可能是彼此孤立、不相关联的阶段性共存;其
四是“和合”,各种文明和文化形态既保持差异化、多样化又在某些方面达成“创建性的融合”⑤,形成

一种“星丛”或“共同体”形态。与前两种相比,后两种尤其是最后一种显然更为我们所期冀。
“星丛”(konstellation或constellation)最初是由阿多诺(TheodorW.Adorno)等人提出的,在阿

多诺那里,“星丛”最初是对概念的形象描绘:“不经过否定之否定,但也无须托身于作为最高原则的抽

象,统一的时刻便可存活下来。其原因在于,不存在由诸多概念逐级攀升到一个综合的高等概念的过

程,相反,这些概念进入了一个星丛。此星丛照亮对象的特殊性,而对于分类程序而言,特殊性既可以

忽略不计,也可以是一件重负。”⑥金惠敏曾借用这一“星丛”比喻提出了一个“价值星丛”概念,用来作

为超越中西二元对立思维的一种理论出路,“将各种价值符号之间的关系视作一种动态的对话,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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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界定、阐释、探照而绝无压制和臣服”①。而借助阿多诺的“星丛”理论来理解文化全球化,我们不

妨将其视为一个“文化星丛”(culturalconstellation)或“文明星丛”(civilizationalconstellation),在这

个星丛中,各种文化和价值符号虽然有所谓的“统一的时刻”,但不能以某一国家民族的文化作为“高
等文化”或“最高原则”来宰制或同化其他文化,而只能让各种文化进入“星丛”并形成对话性关系;并
且,由于“此星丛照亮对象的特殊性”,正是在此“文化星丛”中,不同文化的独特性才被其他文化以及

文化间的关联互动所辉映和彰显。
事实上,“星丛”又可视为群星的“共同体”(community)。中西方文化中的“共同体”思想源远流

长,无论是西方的古希腊“城邦共同体”、罗尔斯(JohnBordleyRawls)的“社会联合体”、海德格尔的

“此在与他人共在”、伽达默尔的“交往共同体”、桑德尔(MichaelJ.Sandel)的“构成意义上的共同体”、
马克思的“类存在物”“自由人联合体”和“真正的共同体”等思想,还是中国古代《尚书》中的“协和万

邦”、《礼记》中的“天下为公”与“大同”世界、《论语》中的“和而不同”与“礼之用,和为贵”、《正蒙》中的

“民胞物与”、张载的“为万世开太平”、费孝通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等观念,均
不同程度地蕴含着共生共存、共建共享的共同体意识。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应对国际复杂挑战、着
眼世界前途和人类发展,创造性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成为会通中西传统文化中的对话思

维和共同体意识,在新时代创构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哲学思想和理论话语,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世界

和平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
命运共同体(communityofdestiny)内涵十分丰富,既有政治维度上的互相包容、和平共处,也有

经济维度上的互惠互利、开放合作,而在文化维度上,强调的是尊重人类文明和文化和而不同、兼蓄并

包、求同存异、休戚与共的一面。从“文化星丛”走向“命运共同体”,并不意味着抛弃“文化星丛”中有

价值的理念和因素。比如“文化星丛”包容各种文化进入“星丛”并形成对话性关系、“文化星丛”照亮

星丛中各种文化的特殊性、“文化星丛”注重不同文化之间的关联互动等,这些合理因素同样应被吸收

到命运共同体中。与此同时,命运共同体又在多个维度上进一步丰富、发展和超越了“文化星丛”的内

涵。一方面,在“命”的维度上,拓展了文化的生存、生命和自然维度。“命运”中的“命”,与生命相关

联,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先天所赋的本性,不仅包括人类的生命,也包括自然界的生命,倡导的是一种

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关系。这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在我

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中国自古就有“共生”和“生生”的生态文化传统;《礼记·中庸》中提出“万物

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②思想,是一种典型的万物并育、和谐并存、生态共生的思维。《周易

·系辞上》强调“生生之谓易”③,这里的“生生”是生命繁衍、孳育不绝之意,也包含着万物共生、共在、
共荣的生命观。《周易·系辞下》还提出“天地之大德曰生”的重要思想④。清代学者戴震则提出“仁
者,生生之德也”⑤,反映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敬天重德、敬畏自然、仁慈博爱的生态自然观和生

态伦理精神。既然人与自然是休戚与共的生命共同体,那么人类便应当以维护这一生命共同体为价

值理想,像爱护自身的生命一样爱护自然。这是从人与自然之间的生命共同体关系来看其生命维度。
另一方面,在“运”的维度上,命运共同体还拓展了文化星丛的人文、对话与发展维度。“命运”中

的“运”,不同于“命”所蕴含的静态的生命性,它意指一种动态的发展变化趋势。具体到文化领域,则
侧重于不同文化之间交往与互动的对话关系。在文化星丛中,进入“星丛”的各种文化已经形成对话

性关系,并通过各自文化的特性之光芒形成交相辉映的“星云”。而命运共同体将这一对话性关系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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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作了拓展,这主要是基于全球化历史进程所预示的人类共同命运之前景,即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

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而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

责任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其构建的基础首先在于应当遵循“和而不同”的价值理念。这一融合了中

国传统文化精华的价值理念,也是中华文明贡献给全人类的宝贵财富。它最早出于《国语·郑语》中
史伯提出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思想,这里的“和”是包含了音乐之和、人际之和、政事之和等涵义

在内的不同事物之间的协调与和谐,如《中庸》提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①,将“和”上升至“道”的高度;“同”则指事物的单一和完全一致状态,不
允许不同事物、不同形态、不同观念的存在。庞朴先生曾指出,“和而不同”思想有三大要旨:“第一,事
物是各各不同的;第二,不同事物互补互济;于是第三,整个局面因之而和谐”②。可见,在这样一种和

而不同的命运共同体中,各种文化和文明之间实际上构成了一种多元互补的共塑(co-shape)关系。
这种文化(文明)“多元互补共塑论”吸收了季羡林先生曾提出的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拿

来主义”与“送去主义”以及“东西文化互补论”③,也借鉴了作为全球化时代一种可行的文化立场的

“文化互补论”④等理论资源,旨在揭示全球化背景下处于命运共同体中的人类各种文化和文明,包括

人工智能、万物互联时代的诸种文明形态,应当以相互尊重、理解和包容为前提,在相互交流和对话中

吸收他者文化中的有益之处,从而弥补自身文化的欠缺和不足。这种吸收和借鉴又有吸收程度的深

浅、借鉴内容的多少、融合标准的高低、转化弥补的优良之别,不可能是均质的、静态的、单向的、一元

的,只能是杂糅的、动态的、双向的、多元的。事实上,这种多元文化互补现象在中外文化发展史上均

不罕见,如唐代中国文化的向外辐射、丝绸之路上各种不同文化的相互影响、印度佛教与中国本土文

化对话而互补形成中国佛教,以及近代西方科学、民主等思想的东渐等,均是显例。英国哲学家罗素

在《中国问题》一书中也指出:“不同文明的接触,以往常常成为人类进步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
马学习希腊,阿拉伯学习罗马,中世纪的欧洲学习阿拉伯,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学习东罗马帝国。
……事实上,我们要向他们学习的东西与他们要向我们学习的东西一样多,但我们的学习机会却少得

多。”⑤正是不同文明之间这种多元互鉴、取长补短的需求和动力,使得处于命运共同体中的每一种文

明都与其他文明命运与共、休戚相关,进而形成共塑式文明形态,推动人类文明和文化的融合创新与

包容发展。

四、结语

亨廷顿认为在全球化进程中,由于“每一个文明都把自己视为世界的中心,并把自己的历史当作

人类历史主要的戏剧性场面来撰写”⑥,也即每一种文明文化都试图把自身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施

加给他种文化,而后者由于自身具备较为稳定的文化结构和价值体系,必然对这种强行施加予以排斥

和拒绝,因而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冲突或文明冲突不可避免。这一理论的片面性和独断性已为学界

所共识,其背后的逻辑或者说潜台词仍然是“我们/他们”的二分模式或“西方/西方之外”这样一种主

题,其谬误根源在于未能也不想“超越那种‘非此即彼’(either/or)的观念模式”⑦。鉴于近年来逆全球

化思潮暗流涌动,文明冲突论影响再起,我们更应当警惕和妥善应对这种冥顽不化的二元对立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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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此即彼思维及其在文化领域的潜在影响。为此,有必要从中西方文化传统中挖掘和重释一些具有

会通性基础和普遍性价值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模式,比如“立己达人”“协和万邦”“民胞物与”“外位性”
思想、对话思维、星丛观念、共同体意识等,旨在知古鉴今、融古铄今,从历史文化深处汲取面向全球化

和人类未来的智慧,以重构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与文明共存逻辑。这当中,文化观上从多元文化走向

跨文化、对话观上从对话主义走向全球对话主义、价值观上从文化星丛走向命运共同体是三种可能性

的逻辑转换维度。正如巴赫金提供给东方文化的重要启迪之一,就是构建以反独白思维为根基的“共
学理论”(Co-ismTheories)一样①,面对全球化进程中的波诡云谲、惊涛骇浪,我们不能指望跨文化沟

通、全球对话主义和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愿景能够一朝达成,也不能期冀那种冥顽不化的非此即彼思维

模式能够一夕转捩,而只能在坚定文化自信的基础上,秉持“忠恕之道”与“和而不同”理念,积极追求

平等对话的思维方式、话语方式和交往方式,寻求人类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努力以文明交流超越文

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在多元互补共塑中促进不同文明和文

化真诚对话、互学互鉴、共存共荣。

OntheLogicofCulturalCoexistenceintheContextofGlobalization

LiuFakai
(SchoolofForeignLanguages,PekingUniversity,Beijing100871,P.R.China)

Abstract:Facedwiththesetbacksofglobalization,theriseofconflicttheory,thedustofmulticultu-
ralismandthedoubtsofdialogism,totranscendconflictsandconfrontations,andtoachievetheco-
existenceofcultureandcivilization,itisnecessarytoreflectonthelogicofcoexistenceofculture
andcivilizationinthecontextofglobalizationfromacross-culturalperspective.Thecoexistencelog-
icandthenewlogicaltransformationaremainlyreflectedinthreedimensions:Intermsofculture
outlook,frommulti-culturetocross-culture,andfromtheperspectiveofexternalitytopromotein-
terculturalexchanges;Intheviewofdialogue,fromdialogismtoglobaldialogism,toconstructa
meta-knowledgeofthe21stcentury;Intheviewofvalue,fromculturalconstellationtocommunity
ofdestiny,andthroughmultiplecomplementarityandco-shapingtopromotehumanbeings’creative
developmentofcivilization.Theselogicofculturalcoexistenceistheintegrationandsublimationof
thelong-standingdialogicalthinkingandcommunitythinkinginChineseandWesternculturesinthe
newera.Itspurposeistopromotegenuinedialogue,mutuallearning,coexistenceandprosperitya-
mongdifferentcivilizationsandcultures.
Keywords:Globalization;Logicofculturalcoexistence;Cross-culture;Globaldialogism;Communi-
tyofdesti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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